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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an ethical point of view, the shift, the exchange and the equal change of “Yi” a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human social morality; human beings should change themselves and make themselves contribute to society, 

so that they can easily change the whole society. From a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social change is also the inexorabl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xchange between people is also the only way for humanity toward harmony and Da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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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学中的“易”

从伦理学来看，“易”的变易、交易、平易等等是

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人类应该改变自己，给

予社会自己的一切，具有奉献精神，这样才能够轻而

易举地改变整个社会。

变易作为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表现了人

类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提升自身情操的愿望。

从变易天地，到移风易俗，再到移易本性，都是人类

的具体社会实践的过程，由此也就决定了人类社会

实践的变易性。人类必须遵循“天人合一”规律来

改变大自然，遵循“天下为公”的原则来移风易俗，以

“止于至善”的理想来移易性格。

人类的生成发展不能像动物界那样完全靠大

自然的恩赐，而必须靠自身的劳动，人类自身就是在

漫长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从猿演化为人的。其中，改

变自然世界以获取生活资料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

活动。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记载了中华民

族先祖先民变易自然世界的可歌可泣的事件，比如

盘古开天地、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

治水，等等。同时，中华民族的先祖先民在劳动实践

过程中也深刻领悟到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能

变易世界。大禹治水的成功就在于他改父辈以堵治

水的方法而易为以导治水。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

存，不为桀亡。应之者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

子·天论》）［1］顺应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为主，因

而更加懂得按照自然规律来改变世界的重要性。如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论及“仁政”策略时，

就明确地说明了要按照自然规律来改变自然才可能

增加国家的人口，实现王道：“王如知此，则无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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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

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

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

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

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

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2666又如，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

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

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3］759可见，中华

民族是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实践中形成

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从而顺天应时，充分利

用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变易自

然世界，创造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追求“小

康”和“大同”的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和小康社会：“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儒家理想的社会状

况。所谓“小康”社会，孔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

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

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

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

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

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 刑仁

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

殃，是谓小康。”［2］1414那么，要从以周朝为榜样的小

康社会达到以黄帝时代为理想的大同社会，也就是

由人各为己、不得不以礼义来规范所有人的“天下为

家”，达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自由、平等、

博爱地生活的“天下为公”，就应该移风易俗，让人

们由被动地遵守礼义变易到人人自觉地遵守礼义，

也就是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所以

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早就高度重视变易人类

社会的实践，而且已经设定了一个以“天下为公”的

大同社会理想来作为准则和规范，因此，中国传统文

化的变易社会的道德要求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

外在的一般表述来看，大同社会的道德理想与马克

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的道德理想，是建立

在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儒家创始人孔

子并不知道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的

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因而，他们的道德理想只能建

立在理想化的五帝（伏羲、黄帝、尧、舜、禹）时代，

追求一种原始氏族社会的“大道运行”“天下为公”

的理想化道德状态，没有考虑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和

经济基础的具体状况，所以只是提出了“天下为公”

的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应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

化的“大同”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在生产资料公有

制提供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物质生产和经济

基础的前提下，来思考孔子“大同社会”的伦理道德

情景—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亲人之亲、子人之子、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皆有

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恶货不必藏于己、恶力不必

为己、阴谋诡计不兴、盗窃乱贼不作、夜不闭户、路

不拾遗的“大同”还是可以给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参考的。这样可以更加

坚定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念和

信心，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更加有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理论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非常重视“易

性”或者“移易性格”，即通过自己的修身养性来

改变自己本身，“止于至善”，努力成为君子。如《礼

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

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1673简单

地说，儒家主张人应该以“止于至善”的要求来改

变自己的性格，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最后做到治国平天下。为此，中国从先秦时代开

始就一直在争论“人性”的问题。不论是主张“性善

论”的孟子，还是主张“性恶论”的荀子，都强调了

要变易人的性格，使人成为君子（有道德的人）。孟

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善的，都有“仁义礼智”这

“四端”（四种善的胚芽），所以只要后天能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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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养性，就可以成为贤人（德才兼备的人才）、君

子（有道德的人）、圣人（至善完美的人）。孟子提出

“养性”“修身”：“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

心上》）孟子讲“性善”，所以提倡“养性”，即扩

充固有的善端；孟子亦讲“养心”：“养心莫善于寡

欲。”（《孟子·尽心下》）荀子讲“性恶”，所以不说

“养性”，而主张“化性”。但是，荀子也讲“养心”：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并著有

《修身》篇。可以说，修身是儒家所共同重视的，而

后世所谓“修养”，主要是孟子“修身”“养性”学说

的发展［4］。这也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内圣

外王”思想的基本来源，而且，从《礼记·大学》被宋

代新儒家朱熹编入“四书五经”之中并且成为南宋

科举制度规定的官方教材以后，这种“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修养准则就成

为了后来读书人的道德规范。所以，要想“学而优则

仕”，就应该首先“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变易性

格，成为贤人、君子，才可以真正做到“齐家、治国、

平天下”，也就是说要想建功立业成就王者大业，首

先就要修身养性成为像“圣人”那样的“止于至善”

的人。这种思想，尽管从根本上来看是一种历史唯心

主义的世界观，把人类的“修身养性”这种道德修

养放在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之上，忽视了

道德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本末倒

置的道德观和政治观，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

界观的指导下，在认识或者做到了以经济基础作为

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和制度的根据之后，人的道

德修养无疑也是治理家庭、国家、天下的一个重要

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前提

下，变易人的性格，强调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特别

是国家领导人和管理者的道德和政治水平，就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

为人平易、平易近人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一个基本道德要求，尤其是在人群已经被分

为不同阶层的社会中，对于那些处在社会分层的

高位上的人来说尤其应该注意这一基本的道德准

则。《史记·鲁周公世家》曰：“平易近民，民必归

之。”［3］208司马迁强调的是礼制之类的政策应该简

易、平易、亲民，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仍然是要求统

治者应该具有平易近人的思想和品德。因为只有有

了平易近人的思想品德才可能制定出平易近人的

政策。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君王、诸

侯、大夫等处于高位者的为人之道中有一种优秀品

德叫作“礼贤下士”。刘向《说苑·尊贤》记载：“人

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易曰：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贵下贱，大得民

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夫朝

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

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

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非其人而欲

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

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5］这

里是说，最高统治者应该礼贤下士，尊重德才兼备

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为的是利用这些贤人、士人

来完成自己的王者霸业，礼贤下士在后来的封建社

会中扩展为一般高位者对待低位者的态度，成为传

统道德中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无论是

平易近人还是礼贤下士，在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都应该批判继承，除掉其中的封建统治阶级

的功利目的，把其作为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一条普

遍原则，这样才可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人与

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只有分工不同。因此，处于领导和管理岗位的同

志更应该具有平易近人和礼贤下士的道德品质，从

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挥所有人的才能和力

量，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平易、平易

近人作为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反映了人类平

等的天赋人权，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本质特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

应遵守平等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平易近人，不能

有任何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尤其是领导者更应该

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秀品德，真正实现“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大同”世界理想。

二、社会学中的“易”

从社会学来看，社会的变易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发展规律，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也是人类走向和谐、

大同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社会的变易及对中国社会及思想文

化的影响

1．中国社会变易的历程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任何人或任何

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社会变易的滚滚潮流。中国社会，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不算石器时代，大约已经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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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千年的朝代变化和社会变易。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的变易大致可以划

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氏族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

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

会是其低级阶段）。关于中国社会变易的五阶段的具

体分期，史学界至今仍然有分歧。主要分歧在于，一

是中国社会有无奴隶制社会，二是中国封建主义社

会从何时开始。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变易发生在夏朝末年左右，

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产生并开始发展。其主

要标志是私有财产的制度化和夏禹传位给他的儿子

夏启，“夏朝由启开始进入了‘家天下’的时期”［6］。

“禹和启的时代，开创了以后历代王朝由一家一姓

世袭统治的先例。”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早

的青铜器出土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所

谓“二里头文化”也就是夏代文化，“与青铜文明相

伴随的是阶级划分与国家机器的形成。偃师二里头

文化发掘出一座宫殿遗址，面积约10000万平方米，

有厚约1~2米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80厘米，上面

是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完整的墙基。台基中部有一

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

平坦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殿堂对面是

宫殿的大门。如果复原的话，一座规模宏大、气势庄

严的宫殿建筑，巍然屹立，夏王朝的威仪便跃然而

出了。”［7］20因此，大致可以肯定，夏代是中国古代奴

隶制社会的开始。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在商代进一步

发展，大约在西周时代进入鼎盛时期，其标志就是

孔子所说的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即周公“制礼作

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中国奴隶制社会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主义制度产生，其标志就是井田制

被破坏。井田制大约是商代出现的中国社会的土地

国有制度，西周时代发展成熟；与“井田制”相生相

伴的则是“分封制”或者“封建制”，即由天子将田

地划分为井田方块分给诸侯、大夫、庶民，利用战争

俘虏的奴隶来耕种，所以战国时期的“封建制”是土

地国有制的奴隶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也被马

克思称为东方的“小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封建

制”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制”或者“封建主义土地

所有制”是不同的，中国当代一些历史研究者往往把

它们混淆起来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普遍性。

到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的生产方式普及，诸

侯势力扩大而天子王权衰微，井田制逐渐瓦解，形成

了一种国有名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国最初的地

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形成，中国社会从而进入了封建

主义社会。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

命，中国社会变易主要是在封建主义所有制的框架

内变化，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达到鼎

盛，北宋时代开始盛极而衰，明代中晚期开始出现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不过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就被

清朝所扼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社会变易

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式微却根

深蒂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宣告了中国封

建主义王朝的灭亡，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

革命的不彻底，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

质并没有彻底改变，封建主义社会的影响仍然非常

巨大。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

变易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

主义社会阶段；1956年中国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

义社会的初级阶段。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

得中国社会变易发生了历史的倒退，1976年粉碎“四

人帮”以后，中国社会变易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

社会变易使得中国社会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阶段。

2．“易”对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影响 

中国社会变易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基本上决定

了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

（1）夏代的血缘宗法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变易

的伦理特色

夏代由原始氏族社会变易为奴隶制社会，却保

留了许多血缘宗法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变易

的后续进程和传统思想文化的伦理型特色。宗法制

度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单位、以姓氏为标记

的一种等级制度，它是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的产物，

在夏代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产生父权家长制以后发展

起来，到西周时代基本完善。“西周通过分封土地和

农奴的办法来实行家天下的统治，这样就相应产生

了典型的宗法制度。事实上，宗法制度的形成是与夏

王朝的建立互为因果的。到商代，宗法制度更有相当

的发展。而西周推行宗法制度的实质则是在于维持

嫡长子继承制。”［8］259血缘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在

统治阶级的利用下，在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得到

大力提倡，巩固了封建地主制统治，也使得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具有浓郁的血缘宗法特征，产生了“家国

一体”、崇拜先祖、家长权威、“三纲五常”“孝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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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家风族风等观念，形成了“向内求善”的伦理

型哲学、美学等意识形态，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文

学艺术以抒情见长的特色。樊树志指出，美国学者伯

恩斯和拉尔夫合编的《世界文明史》常有一些真知

灼见，例如他们说：“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

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相隔很远的地

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

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

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

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区别。”［7］37这种差别

形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由原始氏族社会变

易到奴隶制社会时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经济和农业文

明以及血缘宗法制度，因此，中国古代文明，用马克

思的比喻来说是“早熟的儿童”，不像古希腊文明是

“正常儿童”，古印度文明则是“迟熟的儿童”。

（2）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为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奠定了儒道互补、丰富多彩的基本风貌

先秦时代是世界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维度，正

因为当时是中国社会变易的大动荡、大改组、大分

裂时期，所以“诸子百家”相继登场，为改变现实、

实现各自的理想而产生了“百家争鸣”。《国史十六

讲》指出：“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诗经·十月》

用这样八个字—‘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

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

到谷底，原先在谷底深处的忽然跃升至峰巅。西周时

代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早已荡然无存。《左传》

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史墨对赵简子说‘社

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形势时特别强调《诗》曰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以加深语气。在争权夺利

之中，社会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秩

序和安抚人心的道理，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更加流露

出对‘大同之世’的怀念，于是，复古与怀旧成为一

股思潮。”［7］37儒家创始人孔子代表着没落贵族的利

益，努力“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推

行“仁学”和“仁政”，鼓励大家“学而优则仕”，修

身养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孟子则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老子和庄

子则代表一部分心灰意冷的士人，反对儒家的这些

思想和政策，认为这些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只会

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他们主张“道法自然”，通过

“坐忘”“心斋”而“返璞归真”，达到“无为而治”，

建立“小国寡民”的政体。儒道两家的入世和出世思

想争论是当时社会变易的最主要的两种倾向，同时

也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的基本趋势。墨子

代表着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兼

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

乐”“非命”“节用”“节葬”，反对儒家的爱有差

等、罕言利、天命论、不事鬼神、厚葬、礼乐。法家的

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主张依法治国，进行

变法，用权势制服臣民，加强监督、考核、奖惩臣下，

韩非子则结合了“法”“术”“势”，主张加强中央集

权，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

最终韩非子的学生李斯帮助秦王统一了中国。其他

还有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

等，都各自驳诘他人，阐述自家主张，特别是到了战

国时期，各家各派的士人都学以致用，周游列国，游

说君王，甚至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下学宫聚集了一大

批各家各派的学者士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蔚然大

观。这种学以致用、百家争鸣的优秀学术传统，一直

影响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使得中国传

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导、儒道互补、百家争鸣的

丰富多彩的态势。

（3）秦始皇统一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国，奠

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

央集权的秦帝国，自称“始皇帝”，废除地方分权的

封建制、确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车同轨”“书同

文”“行同伦”，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货币、车道，乃

至“焚书坑儒”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这样在

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大一统”的观念和

理想。

（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铸就了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的儒家主导潮流

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放弃了黄老思想

的“无为而治”，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

策，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并且通过学习和

教授儒家经典的大学制度和选拔官吏的五经博士制

度，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殊的“经学”传统。这些做法

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且巩固了

“大一统”的政治思维，使得中华民族国家具有统一

的、主导的指导思想，维持了中华民族国家的封建主

义制度的长期稳定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了封建

主义社会的汉唐气象、宋元繁华、明清辉煌。

（5）儒、道、佛三教合一形成了中华传统思想文

化的非宗教化

中国社会变易过程中，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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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成教，逐步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准宗教

的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思想文化。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

董仲舒的儒家经典的神学化，乃至以后历朝历代统

治阶级的神圣化，儒家思想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思想

的主导，甚至达到宗教化的地步，成为“儒教”或者

“孔教”；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经过东晋十六国帝王的提倡和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在隋唐时代达到全盛，佛教逐步中国化，形成了许多

宗派，尤其以禅宗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东

汉中叶道教产生，以老庄思想为依凭，在民间长期流

传，确立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形式，到了唐代，由于李

家王朝某些皇帝的倡导，直到北宋时代，道教处于

鼎盛时期，以致影响产生了儒、道、佛三家融合的儒

家学派：宋明理学。因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像

西方传统思想文化那样以宗教为主导，而是儒、道、

佛三教合流，以世俗化的准宗教形式影响中华民族

的思想文化，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非宗

教化、“非神宗教”或者“人宗教”的基本特征。

（6）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的社会变易

进程

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划时

代的社会历史变易事件，尽管由于领导革命的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它毕竟结束了中华

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专制主义制度，开启了中

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的社会变易进程，废除了科举

制度，改革了教育制度，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进一

步促进了中国社会变易。

（7）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社会变易

走向新的历程

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推进了中国文

化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社会变易走向新民主主

义革命和全球化发展格局之中。随着明清时代西学

东渐，西方文化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同时中华民族开

始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深受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

苦难深重。直到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

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激发了五四

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

史进程，唤醒了工人农民等革命群众。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力量，中国社会历史变易进入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

民主精神，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封建主义文化，西方

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打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旗号在

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社会进行了白话文运动、文字改

革、文学革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之中，建设

起五四新文化传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广泛深入的

现代化变易。

（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

国社会变易的根本性转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

斗，经历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赶走了日本、美国

等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56年中国社会在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领

导执行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连续

不断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浩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损

失。1976年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以后，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

（二）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演变

交易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社会不

断变化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是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人群必然产生了分工，每

一个人只能用自己的专门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去换取

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其他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扩

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于是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

交易：实物的交易和商品的交易，乃至生活服务的交

易。尽管在五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和农

业文明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经济主要不是为

了交易，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农村公

社、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小农家庭）本身的需要而生

产，每个生产者或经济单位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

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所以生

产单位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成本很低，技术低

劣和停滞，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单，但是，社会分工和

商品交易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环节，特别是在一些规

模较大的城镇和国都，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也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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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发展。“中国古代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开始

形成了国民经济的体系。至秦汉时代，国民经济体系

已完全确立。”“到西汉中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

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总起来看，从唐、宋

到明、清，中国商品经济是向前发展的，但它并没有

冲破各种固有的消极因素的束缚，当商品经济在增

长的同时，各种消极因素也增长了。在全国范围内，

商品经济始终处于受自然经济支配的地位。”［8］95.102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是“重农轻商”“重

义轻利”的思想占据着主要地位。从春秋战国到近

代，关于义利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利是收获财富，

义是分配财物。实际上那时的义利关系相当于现在

所谓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义利应该是统一的，晋国

大夫丕郑说：“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

一》）。义产生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二者统一。

中国古代提倡的是二者统一，不过，在二者发生矛盾

时应该以义为重，应该重义轻利。所以“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

年》）按照礼来分配就是义，要做到分配和人际关

系都是合礼的或者合理的。要人们“见利思义”“义

然后取”（《论语·宪问》），而孔子自己则“不义而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儒家希望大

家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论语·里仁》）墨子同样主张言义、行

义，并认为“行义言义，功贤耕织”，《墨子·鲁问》

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

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

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

人，有财以分人乎？’吴虑曰：‘有。’子墨子曰：‘翟

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

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

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

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

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

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

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

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

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

国必治。”墨子认为，行义言义的社会作用大于直接

参加耕织劳动。孟子则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见利

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他在与梁惠王讨论治国

方案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

子·梁惠王上》）坚决主张不接受任何不义之财，

曰：不符合义的原则，“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

驷，弗视也。”（《孟子·万章上》）［9］这种儒家和墨

家思想的义利观，尽管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和自然

经济的产物，但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

经济中，仍然是有价值的，其将有利于纠正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的逐利本质，更多地考虑到获利的合理合

法途径和诚信经商交易的正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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